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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西南夷”是《史记》等文献对中国西南地区土著居民的概称。“西南夷”约在距今

3700 年前随着西南青铜时代的开启，由氏族部落转化而成，在春秋、战国时期获得了一定

程度的发展。随着西汉中央政权在“西南夷”地区统治的确立，“西南夷”开始衰落，并在

两汉之交蜕化为“南中大姓”与夷帅控制下的新的族群[1]。在这种新的族群中，产生了一

种全新的丧葬形制——“梁堆”墓。

梁堆是云南昭通地区的土语，指地面隆起的“似冢而大”的封土堆。因人们不知道分布

于地表的巨大土堆是古墓葬，当地老百姓称之为“粮堆”、“大堆子”、“烟堆子”、“梁

王堆”等，故对此还有不少神奇的传说。如《昭通县志稿》说:“梁王堆，昭城四乡皆有，

似军而大。传说古时有夷名马湖子据此，择高阜处凿岁以掩死者。每至清明日，其婿轮流垒

土以为尽礼，接年如是，遂积成堆。”雍正《云南通志》也说:“粮堆在城东(宣威州)二里，

世传武侯南征，至此乏粮，堆土覆于米上，以示有余。今遗址尚存。”[2]此外，有人认为

原为徭人葬地，也有人认为“徭堆”应该为“窑堆”，因为土堆形如瓦窑之故。还有人认为

古代烽火报警之土台名叫“狼墩”，“狼堆”即“狼墩”之意[3]。这些记载和认识，都给

“梁堆”带来了很多误解。

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，“梁堆”的性质才被慢慢揭开。所谓“梁堆”，实为西汉

末至唐初流行于西南地区的一种具有高大封土堆的墓葬，其鼎盛期为汉晋时期。后来的田野

考古学也就借用“梁堆”这个词汇，专指封土堆下的墓葬。云南地区发现“梁堆”墓最多的

地方是滇东北及滇中区域。卫聚贤、张希鲁等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云南昭通发掘的后海子

“梁堆”墓，并对周边的刘家包包、曹家包包、洒渔河等“梁堆”进行的调查，是云南地区

开展“梁堆”相关工作的开端[4]。此后，经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今，不断地对此类遗存

的考古调查和发掘，人们才弄清了它的基本性质和年代。

这种封土堆墓，其特点为地面有巨大的封土堆，封土以下为墓室，有的甚至还有墓道。

一般一个“梁堆”下为一室,也有的为两个或两个以上，与中原地区的“衬葬”习俗有些相

似[5]。墓葬多座落在平地或附近的山丘上,多以墓群的形式存在，一般三五成群，高出地面

数米或十余米。封土土质细腻，部分似经筛选而后夯筑，直径十余米者居多，最大的三十余

米。墓葬墓室有土坑的、砖室的、石室的等，砖室的居多。砖室的基部或砌石块，有墓道，

单室、双室或附耳室，劵顶或四角攒尖顶。墓砖上有菱形、方格形等几何纹饰及画像等。墓

砖上有的还刻有纪年铭文或者绘有壁画，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是其中的代表。葬具常用石

棺，棺上雕有画像，内容有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有的还有蛇尾人身、楼阙、武士等。

除石棺外，可能还有木棺，虽已腐朽不存，但铁钉、漆皮等时有发现。孙太初先生曾对“梁

堆”墓进行过专门论述，将墓葬形制大致分为三型：一型基本结构为长方形，多为单室，少

为前后室，前面有短小墓道，顶部用楔形砖砌作半圆形券顶；二型墓室长方形，有双室并列、

前后室两种，四壁及券顶用花砖及石块混合砌造，前面有短小墓道；三型墓室均为四方形单

室，前面有短小墓道，覆斗形顶，墓室用石块砌造[6]。上述对墓葬形制的分类，基本囊括

了已发现的“梁堆”墓的各种类型。随葬品常见的有生活用具，铜器有洗、盘、釜、甑、鍪、

钟、提梁壶、鐎斗、灯、案、耳杯等；陶器除了罐、碗、盘等容器外，还有灶、牛、鸡、等

模型和各种人物俑；兵器有铁剑、环首铁刀、铜弩机、铁簇；装饰品有金发针、银戒指、银

镯、铜带钩及车马饰等。墓葬的随葬品总的来讲，体现出了汉文化影响的痕迹。

“梁堆”墓的年代一般比较明确，因为很多墓室中有纪年文字，部分“梁堆”墓前还立

有墓碑，这些为断代提供了可靠依据。昭通出土的“朱提堂狼洗”的铸造年代在东汉中晚期，

出土的铜镜等物也多为汉晋风格，货币有五铢，王莽时期的货泉、货布、大泉五十等，蜀汉

时期的“直百五铢”及剪轮五铢等。此外，出土于昭通白泥井“梁堆”墓前的“孟孝琚碑”，

是云南境内迄今尚存的最古老的碑刻,其年代就是东汉年间的。再加上曲靖、呈贡、姚安等

地多座纪年墓的发现，证明这类墓葬延续时间较长，从东汉至南北朝，部分可能晚到唐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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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行于汉晋时期。

“梁堆”墓其产生的背景与中原王朝在此地的经营是分不开的。文章开头提到的“西南

夷”本是土著居民，但自汉武帝在此设县置郡经营“西南夷”以后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
汉族移民的数量日渐增多，导致了“西南夷”地区民族情况与文化风貌的蜕变。特别是五尺

道、南夷道、零关道等古道的开通,极大地加快了汉文化及其汉族移民的进入。随之而来的

就是各种先进技术的传入，特别是铁器的传入和使用，促进了牛耕的兴起和水田的开辟，经

济的发展进而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。逐渐地汉文化及其影响在云南各主要坝区和交通要

冲广泛而明显，云南地区在文化上也失去了原有的地方色彩，具有和内地相同的文化面貌。

在此基础上，云南的地方割据实际形成，史料中记载占据一方的“南中大姓”就是其中的代

表[7]。“南中大姓”是西汉后期至魏晋时期由内地迁往云南的汉族移民上层，是在南中汉

族移民社会中孕育产生出来的，其形成和发展与南中移民区内部汉族传统社会、经济、文化

环境的长期保持和延续息息相关[8]。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列举了“南中大姓”共有八个，

即“焦、雍、娄、爨、孟、量、毛、李”。文献记载谈到南中地区的居民时，常用“夷汉”、

“夷晋”（见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）“戎晋”（爨宝子碑）或“宋夷”（爨龙颜碑）来概

括之。“南中大姓”是汉人、晋人或宋人的混合，而不再是单纯的夷人了[9]。《华阳国志·南

中志》所记的“夷汉部曲”、“霍家部曲”，便是南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互相融合的真实写照

了[10]。现已发现的“梁堆”的墓主人有姓可考者，也大多与上述记载的相符。如 1972 年

昭通二坪寨“梁堆”出土的印章，文曰“孟塍之印”。1973 年昭通出土一套子母印，凡三

枚，文曰“孟琴之印”、“孟琴”、“伯称”[11]。著名的孟孝琚碑，亦出土于昭通的白泥

井“梁堆”墓，墓主人就是“南中大姓”中的霍家。因而，“梁堆”墓即是这些有着浓厚汉

文化背景的“南中大姓”的墓葬无疑了。

“梁堆”墓是汉晋时期广泛分布于“西南夷”地区的一种特有的墓葬，无论从墓葬形制

还是随葬品、形制、起坟立碑习俗等各种角度来看，都体现出了一种汉夷文化的融合，是西

南地区汉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产物，也是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重要见证。

当前，加强“梁堆”墓的保护和研究，对探索汉代以来对西南边疆的经营、西南地区与中原

汉文化的交流、“西南夷”地区民族演变以及“南方丝绸之路”的开辟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

学术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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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代西南交通与梁堆分布图

昭通坝区分布的梁堆墓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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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通甘河湾子梁堆墓（两座）

昭通大凹里梁堆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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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堆墓的画像砖

昭通桂家院子梁堆墓”建初九年三月戊子造“铭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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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通后海子东晋梁堆墓壁画

昭通二坪寨梁堆墓出土的印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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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建初元年”朱提造铜洗


